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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型制造企业境外研发现状与对策研究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摘要：本文以2017 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历年境外研发活动为研究对象，用跨国公司全球学习与战略理论对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在境外研发活动的时间进程、动机分布、区位选择及进入模式选择等方面进行研究，系统地把握其境外研发现状，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未来中国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活动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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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展，全球产业竞争范式发生巨大转变，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全球学习能力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的关键竞争优势。我国企业要实现从 “追随者”到“引领者”，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型，不得不依托全球化的机会将自身比较优势与海外的技术资源相结合，到境外从事研发活动从而创造新知识新科技建立全球型学习组织。而境外研发是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发展阶段[1]，也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外国学者从研发国际化的动机[2-3]、区位选择[4]、进入模式[5]和境外研发创新绩效[6]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上述研究多基于发达国家企业的境外研发，虽然少数学者如陈信宏[7]等将新兴经济体作为研发来源地进行研究，不过研究主题多为中国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研发国际化问题，由此可见关于中国企业境外研发研究还未引起国际学者的重视，而中国企业境外研发与传统发达国家企业研发国际化存在显著差异[8]。
中国学者关于中国企业境外研发投资研究多采取个案或者跨案例研究方法，如杨震宁[9]、曾德明[10]和杨洋[11]等学者通过调查访谈进行跨案例的方法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研发动因、特征、进入模式和研发强度等问题，虽然这种案例研究方法可揭示我国境外研发的个别特征但具有个案特殊性。也有部分学者通过计量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如陈衍泰[12]和李梅[13]针对我国企业境外研发探讨其区位影响因素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可聚焦于境外研发的某一方面进行展开深入研究，但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我国企业境外研发的现状和特点。赵先进[14]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境外研发的战略布局问题，而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是我国制造业“国家队”，对于它利用境外研发资源以及它的境外研发水平将更具独特性。本文结合全球学习与战略理论，对中国制造业500 强境外研发活动进行分析总结探讨其境外研发投资的经验模式，将全球学习与战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进行运用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研究境外研发活动提供理论示范。
目前我国已有部分企业开启了境外研发的步伐，特别是制造业企业在境外研发活动布局上不仅走在其他企业前面，而且是境外研发主要行动者，而目关于我国制造业境外研发的特征、针对制造业该行业境外研发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对来自后发工业化国家的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进行研究，从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活动的时间进程、动机分布、区位选择及进入模式选择等方面系统地把握其境外研发动态并提出提高我国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投资水平的未来努力方向，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加快前沿技术布局，尤其在世界制造中心追踪世界前沿科技上提供行动指南，对后来企业的境外研发和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活动总体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制造业500 强企业的境外研发活动，本文首先通过中国经济网在2017 年9 月10 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制造业500强名单为基准，再通过多种途径手工整理出制造业500强企业的境外研发信息，具体过程如下：（1）主要从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的走出去平台整理出上述名单在列的海外投资信息；（2）在Wind数据库中查找企业的深度信息资料搜索得出其海外投资数据；（3）在Wind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Zephyr数据库中的并购库中逐条筛选出与样本企业境外研发相关的并购信息；（4）结合企业年报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对上述境外研发投资信息加以补充得到最终的初步样本结果；（5）再从初步样本结果中剔除不涉及境外研发功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以及投资标的为开曼群岛等避税群岛投资项目的样本。最终整理出样本结果为2017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中180家涉及境外研发，研发次数合计818次。
（二）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活动总体特征
（1）中国制造业境外研发投资呈三阶段特征，总体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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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境外研发活动的时间进程
（1）1989-2000年起步阶段。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启动工业化进，制造业企业的境外研发也初步开始，在这一阶段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次数较少，联想控股在1989年率先开启境外研发探索道路，进入香港地区探索电脑主板技术支持与设计电脑主板技术。（2）2001-2007年稳步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入世和全球竞争加剧产品生命周期也逐渐缩短，范围经济变得日益重要，跨国投资活动尤其是境外合作研发活动逐渐引起大型跨国企业的重视，在这一阶段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活动总体呈上升发展态势，特别在2003年后呈现更明显的上升趋势。（3）2008-2016年加速上升阶段。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活动较2007年稍微小幅下降但得益于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还是远远高于过去二十年，并在2011年创新高达到近10年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次数的峰值82次，随后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次数呈稳定增长态势。
（2）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投资的技术研发动机高于技术支持动机
本文借鉴前人学者Kuemmerle[15]和Belderbos[5]将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投资的动机分为技术研发型和技术支持型两种。技术研发型即通过设立独立的研发学习中心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或诀窍，在探索过程中实现技术创新。本文将海外子公司经营范围中明确包含研发或者其子公司设立目的就是研发中心类型的归类为技术研发型；技术支持指研发机构是服务于母公司在当地的生产子公司，实施以适应市场需求为目的的产品研发或改进。本文将经营范围中涉及生产和产品技术改造但不涉及纯粹研发的视为技术支持型。特别地，本研究样本中不包含经营范围仅为销售类型的海外子公司。本文研究发现针对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而言，技术研发的动机远远高于技术支持动机。从样本统计数据得出，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投资中技术研发575次，技术支持243次；从纵向时间分布来看，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历年来技术研发动机都高于技术支持动机，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经验增长和法规的完善，可以看到技术研发功能趋势线斜率显然高于技术支持功能趋势线，也即是我国制造业500强境外研发投资不仅总体上技术研发动机高于技术支持，各个年份和未来趋势中预计也是如此。

图2 境外研发投资功能分布
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投资技术研发动机远远高于技术支持动机，这说明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中国制造业境外子公司越来越成为前沿科技的创造者、研发活动实践者以及企业战略参与者，并在其全球知识学习网络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与笔者先前研究的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境外研发动机布局恰恰相反（赵先进等，2016），由于样本中48.16%的境外研发投资由民营企业发起，总体上还无法与世界级跨国公司实力抗衡，而作为来自新兴经济体并肩负“赶超发达国家科技水平”使命的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其母公司需要境外研发子公司进行深入技术研发从而获取知识来进行创新追赶[16]。所以，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投资活动主要还是在国外获取技术实现长远战略资产寻求以反哺国内市场，其进行境外研发投资主要目的并非开拓海外市场，这也正是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活动的独特之处。
二、中国制造业500强境外研发活动的基本判断
（一）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投资活动集中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大部分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处于初级阶段，且全球性研发网络尚未形成 
表1：单个企业境外研发次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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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态国际竞争环境下，全球研发网络是支持跨国企业进行全球学习行为在组织结构层面的变化[17]，跨国网络结构能为企业带来异质性资源要素，也利于建立动态组织有机性组织。但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还处于境外研发探索的初步阶段，且全球性研发网络尚未形成。区位优势理论和资源能力理论认为企业在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时候要考虑能否依托全球化机会将自身比较优势与目标区域的技术资源相结合，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汇集世界前沿科技，创新人才等资源，是我国等工业化后发国家追赶世界科技潮流的重要选择。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投资总体横跨73个国家地区，据统计80.93%的境外研发集中分布在欧美等高收入国家地区。研究表示企业在国外开展研发活动的子公司越多，那么企业整体的创新绩效就会越高[18]，样本涉及境外研发的企业共计180家，其中58家企业境外研发次数仅为1次，只有3.89%的企业境外研发次数大于20次，由此可见我国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从单个企业境外研发涉及的标的国家来看，譬如比亚迪共计9次境外研发分别分布在美国、巴西、日本、芬兰等6个国家地区。这表明存在各个境外研发中心间地理位置分布分散的现象，又由于我国总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落差与制度落差[19]，这种研发网络的分散化将会产生知识过度分散以及外泄等负面影响，而研发网络单一集中又会导致严重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固化”， 因此中国制造企业境外研发投资能否建立全球学习能力成为构建全球研发网络的关键。
（二）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投资进入模式总体以独资新建为主其他方式为辅，较少采用合资和并购方式
国际商务理论通常将境外研发进入模式从资金结构和投资模式两个方面划分为独资并购、合资并购、独资新建和合资新建四种方式，境外研发投资选择不同的进入模式，意味着不同的人力、物力投入，也承担着不同的风险从而影响最终绩效。数据统计显示2017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总体主要以独资新建（56%）方式进入，部分也以独资并购（19%）、合资并购（13%）和合资新建（12%）方式进入。对于单个企业境外研发投资而言，如下图所示，61.11%的企业境外研发投资采用独资新建方式进入次数超过其自身境外研发投资总次数的50%，也即是说大部分企业多数选择以独资新建方式进行境外研发投资，同理，仅有11%左右的企业多数选择合资并购或者合资新建方式进入，独资新建对于技术实力强、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可实现对境外研发中心的直接控制并防止技术外溢，但其弊端是在建立初期可能存在难以嵌入当地创新系统的问题，对于技术能力不强又渴望在东道国获取技术知识的企业，与当地企业合资建立或者收购标的地区企业可直接获取技术资源弥补“后来者”差距实现跨越式快速成长，但是根据数据总结得出中国制造业境外研发投资较少采用合资和并购方式。

图3 占比50%以上的单个进入模式选择
表2：华为境外研发中心进入模式
	年份
	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1993
	独资新建美国硅谷研发中心

	2000
	独资新建印度班加罗尔研发中心和瑞典斯德哥尔北郊KISTA科学

	2001
	独资新建美国达拉斯和俄罗斯莫斯科研发中心

	2002
	独资并购建立美国Opliminght研发中心

	2003
	独资并购建立美国Cognigine研发中心；与美国3Com合资新建Lightpointe

	2006
	与德国西门子合资新建网络研发中心；独资新建剑桥和班加罗尔研发中心

	2007
	独资新建法国拉尼翁市研发中心；合资新建意大利移动创新中心

	2008
	独资新建德国达姆市创新实验室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实验室

	2009
	独资新建法国塞尔吉研发中心、瑞典哥德堡实验室和比利时新鲁汶研发中心

	2010
	独资新建伊朗德黑兰研发中心、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研发中心和加拿大渥太华研发中心

	2011
	独资新建加利福尼亚SantaClara

	2012
	独资并购英国CIP光子研发中心；独资新建芬兰荷尔辛基研发中心

	2013
	独资新建科克城SmartCare研发中心

	2014
	独资新建法国索非亚科技园、英国布里斯托尔进行芯片研究

	2016
	独资新建华为法国（数学）研究中心；合资新建意大利移动创新中心(MIC)、马其他联合创新中心、爱尔兰研发办公室、迪拜南城(Dubai South)、美国贝尔维尤研发中心、日本工艺研究实验室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及新闻报道手动整理
在此以华为的境外研发投资为例分析境外研发投资进入模式特征及其背后的原因。华为成立于1987年，连续多年进入中国制造业500强乃至世界500强，主要从事通信网络及无线终端产品的制造，为全球提供软件、硬件设备以及解决方案。华为自1993年开启境外研发探索的步伐，历经二十余年的征程，现在已经在欧洲、北美洲和亚洲三大洲跨越17个国家进行了34次境外研发投资活动。从表2可以看出华为境外研发的投资主要以新建独资为主，并购和合资普遍较少采用。根据样本数据分析也得出我国制造业500强单个企业的境外研发也是以独资新建为主，收购和合资形式较少采用，这种境外研发投资进入模式或许会让企业错失发展良机甚至带来潜在风险，为深入剖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进入模式的不足，我们结合华为的境外研发投资情况为例分析企业为何大多选择独资新建模式进入？
其一，企业国际化经验的丰富程度会影响企业境外研发投资中对合资方式的选择。表2显示早些年华为多采取独资新建的方式，在积累了一定的境外研发投资经验和本土化适应能力后，合资新建的方式在近几年迅速成长，譬如合资新建意大利移动创新中心(MIC)、马耳他联合创新中心、爱尔兰研发办公室、迪拜南城(Dubai South)、美国贝尔维尤研发中心、日本工艺研究实验室。与当地合伙人建立相互学习共同体的合资进入方式虽然可以解决资金难题和有效应对东道国政策约束，但是由于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总体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与国际化经验存在不足的现象，对合适的合资对象的筛选通常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其二，境外研发动机直接影响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前文提到我国制造业境外研发投资多为技术研发型，追踪获取前沿科技和核心技术人才是境外研发投资的重要目的，并购后企业研发能力能否有效提升还取决于企业自身知识基的深度及宽度，以及吸收能力和整合能力，所以在华为自身具备一定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后也开始采用并购方式进行境外研发投资。
（三）境外研发投资主体结构逐渐多元化，但民营企业发展仍相对落后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从后发优势理论角度认为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比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的时效性，也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中国民营企业的特殊发展背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虽然在开放创新视角下中国民营企业存在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资源不足以及经营水平较低等短板问题，但以华为、联想等一批优秀中国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实践证明中国民营企业正证明着中国面向世界开放水平的提高。近年制造业500强名单中民企数量呈增长趋势，民营企业比例越来越大，2017年制造业500强企业中涉及境外研发的国企77家，民企103家，而如图4所示在境外研发次数上国企却仍然超出民企。早些年我国境外研发的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如今呈现出新的面貌，民营企业成为境外研发投资的新势力。不过这一过程也是伴随着某些国有独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等因素，但总而言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结构更加多元化。

图4 境外研发状况
然而，民营企业虽然从总体上看近年有显著进步，但是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仍处于初步阶段。从单个民营企业的境外研发次数上看，37.86%的民营企业目前仅有一次境外研发；境外研发次数较多的民营企业大多也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譬如浙江大华技术，截止2016年共计25次境外研发，其中22次都是2015年和2016年进行投资的。从内外部合法性角度上来看企业境外研发活动具有高资源承诺、高风险共享以及高知识独占的特点[20]，而民营企业又存在规模劣势，且其境外投资会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和战略资产的影响[21]，多数小型民企暂时还无法与境外大型跨国公司展开平等的竞争。因此，处于境外研发初级阶段的民营企业将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挑战，在其进行境外研发投资过程中对内外部合法性的需求也更加复杂。
（四）中国制造业500强境外研发行业分布差异大，医药制造等部分国家重点行业发展仍较缓慢
表3：十大重点产业
	“十三五”规划《建议》重点列出十大产业

	1、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6、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2、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7、电力装备

	3、航空航天装备
	8、农机装备

	4、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9、新材料

	5、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10、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数据来源：“十三五”规划《建议》
中国制造业500强境外研发行业分布差异大，传统制造业境外研发投资发展缓慢，高尖端技术境外研发投资较少。据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中装备制造业海外研发活动次数为440次，占总次数的58.2%以上，装备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已然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一张名片正呈迅猛态势发展前进。具体地，海外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传统装备制造业上。在传统制造业产品上，中国相比发达国家是有一定的成本价格优势，基于国家政策的支持中国制造业500强境外研发投资行业分布基本涵盖表3中的“十三五”规划中的前八大重点行业，但本研究发现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同样也是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从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其境外研发投资远远落后于计算机通信等行业。在此本文重点分析我国企业在医药制造行业上境外研发投资发展缓慢的原因。

图5 境外研发行业分布情况
首先，医药制造等全球性产业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譬如航天航空、通讯设备、汽车和医药制造等不受地域限制的规模经济产业，在这些全球性产业上跨国公司往往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研发人员来促进知识交流共享从而建立起全球学习型组织。中国制造业500强中的药企总体规模偏小，根据样本数据统计我国制造业500强药企2017年总营业收入为3 786亿元，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一年的营业收入为19 692亿元，一个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了制造业500强中整个药企行业的营业收入之和。并且研发投入相比发达国家较低，国家化研发投资就相应更少了，根据OECD数据显示中国医药行业企业2015年的研发投入为6亿美元，而美国高达586亿美元，我国医药企业研发投入较低，这将直接制约着我国医药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和发展。
其次，药企的技术资金密集特点带来的转型升级难题。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以及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国内药企市场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原料药仍是大部分药企的主要优势并且解决着国内重要的就业问题，这可能也是制约药企境外研发投资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三、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境外研发活动未来努力方向
在工业4.0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制造业是追踪世界前沿技术把握世界最新科技的主力军，企业应紧跟全球科技发展动态，灵活定制恰当的境外研发投资战略。政府也应该做好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和调节者，积极回应企业的难题，为企业出谋划策，针对性地出台相应支持政策。遵循“追踪前沿科技，自主创新，因地制宜，步步为营”的原则获取境外研发资源实现自身实力的提高。
（一）面向全球市场创新，因地制宜地利用全球资源，积累境外研发投资经验，建立全球型研发网络体系
境外研发投资的内外部合法性被视为组织的重要资源（杨洋，2017），作为后发国家其技术和市场存在双重落后的缺陷，为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境外研发投资的发展，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双边、多边关系友好发展，为我国企业境外研发提供外部合法性支持。从企业层面来看，首先形成知识边界全球化，利用境外研发子公司加速知识更新提高创新速度从而增加知识存量，全面了解企业所具备的知识基，再根据企业自身目标因地制宜地决定是向技术高地还是人才富地进军，投资区位选择上切忌盲从于高收入发达国家而导致境外研发投资区位过度集中，以免措施发展机遇。例如印度班加罗尔地区汇集了顶尖软件开发人才和配套设施，而正好与硬件发展较好的我国人力资源正好形成互补，如此联动研发进行知识技术互补形成研发知识边界全球化。
其次，研发地理边界全球化，境外研发投资适当分散分布既有形成全球研发网络边界的开放性，利用国别性专有知识从而提高全球学习的效率，也有利于发挥企业境外研发投资中全球学习能力的作用保证各地研发市场的敏捷和灵活性。譬如利用效率驱动的多时区开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研发体系布局，充分利用不同研发市场之间的联动合作功能，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著名的“五国九地、各有侧重”的研发战略布局，形成24小时不间断全球协同研发，采用基于PDM的数据管理系统从而实现各个研发中心的数据全球同步共享和管控，也有效保证了各研发组织的知识安全性。总的来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研发中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研发要素，从而整体提高企业研发实力。
再者，研发组织边界全球化，进一步降低甚至消除我国部分企业决策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企业战略管理者是企业实施全球学习的责任主体，企业高管对环境变化趋势的洞察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对战略的控制力是全球学习绩效的重点，因此境外研发投资活动要注重培育企业领导人的全球战略眼光，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和二元制度下的境外研发组织成立复合型全球型管理团队，协调全球创新，实现更大程度知识共享，从而加速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市场的战略布局，抓住“十三五”对外直接投资重要战略期的机遇。
（二）企业根据自身实力理性选择合适的进入模式，鼓励引导多元化创新合作境外研发活动进入模式的开展
政府部门可引导鼓励相关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促进我国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活动的开展。可在政府的带领下搭建合作平台和创造沟通交流的机会，为我国企业与外国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各种类型的合作提供可能性，在重要关键行业领域政府也要做出必要努力，譬如由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合资成立中英核研发中心并设立中国核电（英国）公司，这将有助于两国核电技术全方位的长期合作。
2017中国制造业500强营业额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相差19 623亿元，可见实力相差甚大，企业如何根据自身实力及目的选择最佳境外研发投资进入模式成为境外研发投资的关键，切忌偏执于某种单一的进入模式。笔者认为可按照企业的资金和技术二维层面实力来选择企业的境外研发模式，当企业资金实力雄厚但技术水平较低时择独资并购较大的境外研发机构是加速发展的不错选择，典型案例譬如创维收购已经申请破产的德国Metz顺利获得彩电专利等技术，为创维带来有力的技术支持。当企业资金实力雄厚且技术水平较高的时候，可通过独资收购实现迅速增长，但随着我国制造业的日益强大，企业有必要提高对自身要求，并购标的企业有必要逐渐从大企业向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型小企业进军。当企业资金实力较弱的时候可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寻找合适的合资并购伙伴，深层次嵌入当地知识网络中，培养境外研发子公司的国别性专有知识，提高全球学习的效率。当然不得不提一点，我国制造业500强企业并购方式进行海外研发投资活动其并购标的多为昔日国际巨头企业，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也对境外并购标的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笔者认为并购标的企业有必要逐渐从昔日的大企业转向技术密集、人才密集型小企业进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战略协同创新为企业赢得新优势。
（三）政府要加强引导民营企业进行境外研发投资，提高民营企业境外研发水平
鉴于以上分析得知民营企业在境外研发活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民营企业大多规模较小，面对内外部合法性挑战，民营企业境外研发投资对制度支持的需求较高，面临的风险和投资成本都很高，由此，政府的支持对民营企业的境外研发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认为政府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引导民营企业境外研发投资：第一，建立健全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境外研发投资支持体系，简化民企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提高民企境外研发投资的便利化程度；第二，完善各省商务部的信息服务系统，针对各省的企业情况实时发布海外投资信息和指南，支持和鼓励地方民企投入境外研发投资活动中；第三，各省可根据其企业的海外投资分布集中情况尝试着手建立对外投资尤其是境外研发投资担保中心，为民企境外研发投资保驾护航。 
民营企业应该摒弃“研发惰性”思维，积极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和独特竞争优势，创新用人机制，不仅要吸纳高技术水平的创新人才，还要注重招聘熟悉国际商法和国际投资规则的人才。积极响应国家《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制造业功能新定位，大力发展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制造的同时，发挥我国人口优势，将智能制造与大规模生产有效结合。在发展产品模块化的同时加快实现工艺模块化，向西门子等综合集成企业一样构建整体的数字物理系统和全球数字化解决方案。
（四）企业根据自身能力和行业特征实行多样的国际化路径增强企业全球学习能力，政府该加快促进国家重点行业境外研发步伐
一个国家无“工”不强，制造业对中国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而制造业的海外研发投资更是加速制造业发展步伐的一支劲旅。尽管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发展较快，但是在“2017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排行榜”中， 其中制造业500强企业只有中石化进入前100并位列33，这说明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还有较大进步空间。而对于研发资金投入多，技术人才要求高，研发周期长的行业譬如医药制造业，要想促进整个行业的突破性发展光靠企业自身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力度，既要在国内与本土跨国公司进行合作试水，提高自身科研实力，又要懂得借力于国家政策支持推进境外研发活动的开展。双管齐下，正视企业考核机制，全面提高境外研发步伐。
从全球学习的角度来看，不同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不同，技术更新速度越快对企业的知识学习冲击越大，这时企业的知识学习意愿更强，因此对于实力雄厚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可以直接到国外购买技术或者产品渠道切入高端研发核心市场，对于一般性企业则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积累一定的资源和核心技术后再进入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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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hinese Lar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verseas R&D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7 Chinese Top 500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overseas R&D activities，this paper used the global learning and strategic theory to analyze its time process、motivation、location selection and entry mode choice etc. to grasp its overseas R&D dynamics, what’s more , from both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rovide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verseas R & D level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verseas R & D activities; entry mode; industry difference; glob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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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研发次数


占总企业个数	
独资新建	合资新建	独资并购	合资并购	0.61109999999999998	0.1167	0.2	0.1111	

国有企业	
500强企业数量	海外研发企业数量	海外研发次数	189	77	424	民营企业	
500强企业数量	海外研发企业数量	海外研发次数	311	103	394	

计数项:企业名称 总计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纺织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皮革、毛衣、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其他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160	125	91	81	75	48	45	42	30	24	16	14	13	10	10	10	8	7	3	3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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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企业海外   研发次数  企业 个数  海外 研发 次数  进入国家地区次数  

高收 入  中高 收入  中低 收入  低收 入  

仅有 1 次  58  58  50  2  4  2  

大于 1 小于等于 5  81  242  183  26  32  1  

大于 5 小于等于 10  23  172  136  21  14  1  

大于 10 小于等于 15  6  76  68  5  3  0  

大于 15 小于等于 20  5  87  81  3  3  0  

大于 20 小于等于 25  5  115  82  22  11  0  

大于 25 小于等于 35  2  68  62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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